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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城镇化转型路径研究

庄贵阳，谢海生

摘　要：当前中国正迎来新一轮的城镇化浪潮，如何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集约、智能、

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探讨了中国城镇化进程面临的资源环境挑战；

然后从城镇化率、人类发展指数和人均ＣＯ２ 排放三个重要且相互关联指标的变化趋势，论证了中国城镇化绿色

低碳转型的重要意义；最后对能源使用、建筑和交通三个重点领域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可能路径进行分析，并

提出中国城镇化绿色低碳转型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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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壁垒，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工作、生活，但户籍仍在农村。因此，不加说明，本文城镇化率
均按照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计算；若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２０１３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３６％左右，不仅远
低于发达国家８０％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６０％的水平。

②　参见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ｃｏｍ／ｍｇｉ／ｒｅｐｏｒｔｓ／ｐｄｆｓ／ｃｈｉｎａ＿ｕｒ－
ｂａｎ＿ｂｉｌｌ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ｕｒｂａｎ＿ｂｉｌｌｉｏｎ＿ｆｕｌｌ＿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２００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城镇化率①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９％提高到２０１３年的

５３．７％。然而，纵观过去几十年中国城镇化的推进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外延发展模式，高污染、
高消耗、高排放，资源环境代价大，不可持续等问题突出。作为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的一项战略任
务，城镇化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既要着力扩大内需、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确保经济的拉
动作用；又要解决城镇化化过程中资源环境代价大和不可持续性等问题。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
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中国面临的
重要课题。

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资源环境挑战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按照目前的趋势，到２０２５年，将有
大约１０亿中国人居住在城市。届时，中国将出现２２１座百万以上人口城市 （目前欧洲只有３５座类似
规模的城市）以及２３座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到２０２５年城市经济产值将占全国 ＧＤＰ的９０％”②。然
而，中国粗放外延式城镇化模式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资源环境挑战与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化石能源的刚性约束
能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的重要物质基础。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能源消费剧增，煤炭、石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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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等化石能源资源消耗迅速，并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可持续发展形成严重威胁。目
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１９９０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９．９亿吨标煤，到２０１３
年达到３７．５亿吨标准煤。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的能源需求还将持续增长。增加能源供
应、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
大战略任务。
能源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受到 “富煤、少气、缺油”资源禀赋的制约，当前

中国的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体 （占能源消耗量的９０％左右）；中国的能源结构有待优化，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还较为缓慢。２０１２年，中国能源消费中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比仅为９．１％，不仅远低于发
达国家 （欧盟２２．０％，美国１３．５％），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１３．１％；２０１２年中国可再生能源使用比
例仅为１．２％，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１．９％ （欧盟５．７％，美国２．３％）＊＊。第二，中国的能源效率亟待
提高。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能源密集型产业低水平过度发展、比重偏大，钢铁、有色、建材、化工
四大高耗能产业用能约占能源消费总量一半，单位产值能耗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不仅远高于发
达国家，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１］。
由于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世界范围的能源安全问题已经受到广泛重视，而中国的能源危机却

更加严重。中国自１９９２年产生能源消费赤字，之后一直呈逐渐扩大的趋势，能源供不应求，进口量
持续增长。按照当年的探明储存量和开采速度来计算的话，２０１２年中国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储
采比分别是１１．４年、２８．９年和３１年［２］。化石能源是ＣＯ２ 的主要排放源。在气候变化问题受到国际
社会普遍关注的今天，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进程中，能源危机 （持续稳定供应）以及能源消耗派生
出的碳排放问题将成为制约中国城镇化推进的瓶颈。

（二）各类环境污染严重
中国是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家，拥有全世界２１％的人口，但只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６％，人均水

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２５％左右；全国６００多个城市中有４００多个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缺水，其
中２００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更加不利的是，中国水污染情况非常严重。流经城市的河流中，有６０％
由于污染的原因不符合作为生活饮用水源的水质要求，长期积累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使得城市水源
的净化在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３］。此外，中国水污染事故频发，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１　７００起以
上＊＊＊。

近几年席卷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使人们认识到大气污染的严重性，以及解决大气污染的紧
迫性。相关数据显示，二氧化硫排放量的９０％、氮氧化物排放量的６７％、烟尘排放量的７０％、大气
汞排放量的４０％都来源于燃煤燃烧；在目前针对ＰＭ２．５来源的各种分析中，虽然一些结论略有差异，

但煤炭和石油燃烧产生的颗粒物占颗粒物总量的２／３以上已成为各方共识＊＊＊＊。并且，在众多因素中，

机动车尾气排放是重要的一项。２０１２年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物约占全市排放总量的５８％、４０％，机动车排放形成的 ＰＭ２．５约占 ＰＭ２．５来源的

２２．２％＊＊＊＊。长时间、大范围的重度雾霾污染天气是对中国发展触碰自然底线的警告，它强烈而直观
地提醒我们反省现有的发展方式是多么的不可持续＊＊＊＊。
作为城镇化载体的土地也正遭受着严重的污染，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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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ＢＰ公司的研究表明，“全球能源消费的净增长全部来自新兴经济体，仅中国和印度就贡献了近９０％的全球消费净增量”，来源：《ＢＰ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相关数据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１３》中数据整理而来。

参见新华网：《中国水污染事故每年１　７００多起，水源地污染触目惊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ｈ．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４／１８／ｃ＿１１１０２９９２０５．
ｈｔｍ。

参见王硕：《治理煤炭污染，并非只有“华山一条路”》，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ｍｚｘｂ．ｃｏｍ．ｃｎ／ｓｙ／ｊｒｔｔ／２０１４／０４／１０／３１４０４０．ｓｈｔｍｌ。

参见新华网：《北京将视大气污染治理需要收取排污拥堵费》，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ｌｏｃａｌ／２０１３－０９／１１／ｃ＿１２５３７１４０７．ｈｔｍ。

参见杜祥琬：《气候的深度———多哈归来的思考》，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ｎ／ｓｔ／ｈｑｓｔ／２０１３０２／ｔ２０１３０２２０＿２１２０９２．ｈｔｍ。



污染较重。从土地使用类型来看，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从区域
角度来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所在地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土壤污染
问题较为突出；从污染类型来看，重金属污染尤其严重：早在２００６年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１．５亿
亩，占１８亿亩耕地的８．３％。仅湖南省湘江流域内渣场和尾矿库就有近１　０００个，含铅、汞、镉等重
金属固废总堆存量有４．４亿吨之多＊。并且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１６．１％，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
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１１．２％、２．３％、１．５％和１．１％［４］。中国土壤污染规模史无前例，这是由于
不计后果的粗放发展模式造成的，技术不成熟、资金不足、评估标准模糊三大难题使得防治修复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城市垃圾围城现象也屡见不鲜。垃圾是城市发展的附属物，城市和人的运转每年会产生上
亿吨的垃圾。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城市垃圾，一边是无法忍受的垃圾恶臭，成为城市垃圾处理中的棘手
问题。据统计，北京、广州日产垃圾１．８万吨，上海日产垃圾１．９万吨，如此庞大的数量，足以让任
何垃圾填埋场很快就成为垃圾山。杭州环卫部门有个形象描述：过去全城产生的垃圾需６年才能填满
整个西湖，如今只需要３年。目前全国６００多座大中城市中，有２／３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且有１／４
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正在遭遇 “垃圾围城”之
痛。

（三）尚未绿色，已经高碳
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

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当前，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一系
列的成绩，但是离绿色发展要求的内涵、集约的发展模式相距甚远。中国城镇化化进程中的各类环境
污染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问题层出不穷，中国的绿色发展目标尚未实现。

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在传统的 “三废” （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

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已经需要面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问题。中国的温室其他排放量从１９９０年的

３０．４７亿吨ＣＯ２ｅ上涨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０２．６０亿吨ＣＯ２ｅ＊＊，并在２００７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
国。随着城镇化进程中对能源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持续增加，以及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快速上升，

中国碳排放尚未达到峰值，未来碳排放压力还较大。

众所周知，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跨越了传统的 “先增长，后治理”阶段，而中国正在努力寻找
一条替代传统的发展路径，以满足城市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渴求和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需求。２０１０
年７月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先后开展了两批共４２个省区市的低碳试点工作，明确要求试点地区编
制低碳发展规划，建立以低碳、绿色、环保、循环为特征的低碳产业体系，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
计和管理体系，建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制，积极倡导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然而，

每个城市都有着自身的资源禀赋、经济结构，中国城市碳排放的发展阶段特征比较鲜明。一些发达的
试点城市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上已经做出令人瞩目的努力，致力于绝对量减排，

但还有更多的城市受制于资金、技术和资源等约束。根据世界银行［５］的报告，中国三大直辖市 （北
京、上海、天津）与国际大都市进行比较，其人均ＣＯ２ 排放量明显偏高。在选定的１３个城市之中，

天津、上海的人均ＣＯ２ 排放量排在前两位 （北京排在第四），远远高于巴黎、斯德哥尔摩等发达国家
的大都市。从排放结构来看，工业和电力生产是造成中国城市人均ＣＯ２ 排放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城市
排放的原因；建筑、交通与废弃物等消费层面的人均ＣＯ２ 排放量则相对低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充分
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碳排放的阶段性特征。

３庄贵阳，等：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城镇化转型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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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城镇化低碳绿色转型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持续升温，控制２℃温升目标成为全球共识。根据ＩＰＣＣ第五
次评估报告，人类活动导致了近６０年以来一半以上的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结论的可信度超过了

９５％［６］。尽管气候变化对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可能有正负两面的不同影响；但全局而言，避免走
到发生灾变的临界点已是有历史眼光和责任心的人们必须担当起来的使命。在当前的中国，城镇化是
一个核心话题。城镇化率的提高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城镇化的意义在于它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城镇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
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７］；这也正与 “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 的理念不谋而合。
低碳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碳排放约束下，人文发展和碳生产力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旨

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在 《１９９０年人类发展报
告》中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是用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为人们评
价社会发展程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基于以上概念，我们选取城镇化率、人类发展指数和人均ＣＯ２
排放这三个相互联系的核心指标及变化趋势，用于分析中国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的碳排放需求和明确
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城镇化率与人类发展指数的关系
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与城镇化率大体呈现正相关，城镇化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发展指数不断

提高的过程。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转移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均会改变。它影响人类发展指数
的三个领域：一是新转移到城镇体系中的人口由于享受较好的医疗等公共服务，生活水平会提高，因
此预期寿命会有所提高；二是由于城镇的教育体系较为完善，且文化上更加重视教育，成人识字率指
标也将有所上升；三是城镇的生产力水平较农村有大幅提升，因此衡量产出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指标
也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而提高。这三种作用机制解释了城镇化率与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变化趋势。
事实上，２０１１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排名排在世界１０１位，其人类发展水平 （０．６９９）和城镇化

率 （５１．９％）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无几，尚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组别；而高人类发展水平以及极高
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其城镇化率都在７４％以上 （如表１所示）。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未
来中国城镇化水平和人文发展水平还将不断提高。

（二）城镇化率与人均ＣＯ２ 排放的关系
纵观世界各国的城镇化发展与碳排放情况，我们发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进，人均ＣＯ２ 排

放量将不断上升，当发展到达一定程度，人均ＣＯ２ 排放量将稳定甚至下降 （如图１所示）。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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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及城镇化率水平与世界的
对比 （２０１１年）

区域和 ＨＤＩ组别
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

收入 （ＧＮＩ）

（２００５年购买

力评价美元）

城镇化率

（％）

中国 （世界１０１位） ０．６９９　 ７　９４５　 ５１．９
极高 ０．９０５　 ３３　３９１　 ８１．２
高 ０．７５８　 １１　５０１　 ７４．１
中等 ０．６４０　 ５　４２８　 ４３．７
低 ０．４６６　 １　６３３　 ３３．６

全球平均值 ０．６９４　 １０　１８４　 ５２．６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 《２０１３年人类

发展报告———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及相关数

据整理而来，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ｚ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ｄｒ／２０１３／。

镇化发展的中期，为了满足城镇居民的基本
需求，随着公用市政设施，如能源、电力、
供排水、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
要，ＣＯ２ 排放会有所增加；到城市发展的
成熟阶段，更多的排放是来自于维护基础设
施的使用和生活排放［９］。
从图１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

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人均ＣＯ２ 排放也不
断上升，但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
均ＣＯ２ 出现稳定甚至下降的情况。虽然每
个发达国家人均ＣＯ２ 排放达到拐点时城镇
化率水平不一，但基本都呈现了这样一个趋
势。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人均

ＣＯ２ 排放量也将会有一个不断上升的压力。
国内的实证研究表明，城镇碳排放是中国碳排放的主体［１０］，城镇化率对碳排放的正面影响最大［１１］。

图１　各国城镇化率与人均ＣＯ２ 排放关系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制作。

城镇化本身就是一个高碳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所作为，何时达到碳排放峰值以及人
均ＣＯ２ 排放量达到峰值后的走势都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通过科学的规划和管理以及低碳适用技术
的应用，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城镇化进程的高碳排放的锁定效应。

（三）人类发展指数与人均ＣＯ２ 排放的关系
通过分析人类发展指数与人均ＣＯ２ 的关系图可知 （如图２所示）：由于尚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普遍较低，人均碳排放相对较小。而处于高和较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发达国
家，其人均ＣＯ２ 排放也相对较高。但是同样是人文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内部也分为两种情况：

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高耗能模式使得人均碳排放量高位运行；而注重资源
节约、能源优化的日本和欧盟国家的人均碳排放水平则较低。

这对于中国的政策意义是：当下中国的城镇化道路选择直接影响未来的碳排放水平。在当前的城镇
化加速阶段，若不加注意，人均ＣＯ２排放和人类发展指数将一同增加，这显然不是我们城镇化的发展目
的。换句话说，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人类发展指数一般会升高，但并不一定会必然导致人均

５庄贵阳，等：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城镇化转型路径研究



图２　各国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与人均ＣＯ２ 排放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ＵＮＤＰ和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制作。

ＣＯ２排放的持续增加，完全可以通过发展模式
的转变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在实践层面，中国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其快速发展势头让世
界瞩目。中国、印度、巴西三国的经济总产出
已与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
国这六个传统北方工业强国的ＧＤＰ总和相当，
这是１５０年来首次出现的情况［１２］。未来中国的
城镇化加速发展可以预见，但是其将以何种路
径进行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与坚持。显然，
高人类发展指数与低人均ＣＯ２ 排放是我们期许
的结果。

三、破解中国城镇化资源环境约束的路径
虽然说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应的会有一个

高碳排放的过程，这是难以跨越的阶段性特征，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作为。事实上，在这个高速
扩张的阶段之中，如果不加注意，碳排放的规模会更高，甚至形成较强的碳锁定效应。由于能源的使
用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而建筑和交通是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的重要排放领域，相关研究也表明：到

２０２０年中国城市通过应用各种节能减排技术可实现的ＣＯ２ 减排潜力约１７亿吨，其中工业、建筑和交
通部门分别占６２％、２４％和１４％［１３］。因此，笔者将从能源、建筑和交通三个方面分析破解中国城镇
化进程中资源环境约束的可能路径。

（一）能源：破解能源高碳锁定效应
我国是一个以煤炭为主要消费能源的国家，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化石能源的刚

性约束是我国资源环境的重要挑战，能源结构优化是必然之路。尽管政府及社会各界一直致力于能源
结构优化，提出了一系列的优化目标，并为此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然而事实显示，各种可再生能源
发展规划目标的执行效果不佳。２００１年发布的 《“十五”能源发展重点专项规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提
出，２００５年与２０００年相比，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下降３．８８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等清
洁能源比例达到１７．８８％，提高约５．６个百分点。结果是２００５年与２０００年相比，煤炭消费比重上升

１．２％，未完成计划目标；２００５年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消费比重为１０．０％，也未完成目标［１４］。
再如，２０１３年１月发布的 《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划》提出，到２０１５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１１．４％，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７．５％，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６５％左右。实际上，２０１２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只有９．４％，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为４．７％，煤炭消费占比６６．６％，完
成目标较为困难［１］。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存在能源高碳锁定效应，能源结构被锁定在了以高碳能源 （化石能源）为主

体的能源体系之中。其形成主要是由中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禀赋条件
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与之相配套的技术和设备体系逐渐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阻碍低碳
技术和设备的应用与发展。锁定效应造成的影响与三大经济主体息息相关。能源高碳锁定效应可能是
由企业对于碳基技术的依赖，或者政府制度上的惰性，甚至由于为了解决就业而保持的对某些落后经
济发展模式的锁定。因此，具体到碳解锁，其解锁过程离不开每一个主体的努力。只有三大经济主体
共同努力，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与监督功能才能有助于实现碳解锁，这是必要条
件。
破除能源高碳锁定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它不是任何一个经济主体能够独立解决的。具体

有以下几个思路：第一，在经济角度，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核算的方式解锁，通过经济激励手段，为可

６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再生能源发展创造条件；第二，从形成原因出发，Ｕｎｒｕｈ提出 “技术—制度综合体”的概念［１５］ （锁
定效应是由于技术、制度共同作用造成的），因此可考虑通过制度创新，打破制度与技术的锁定链条；
第三，从碳锁定受众角度，通过利益主体广泛、深入参与的方式解锁；第四，借助外力，通过突发性
事件刺激的方式解锁。

（二）建筑：提升建筑综合利用效率
据测算，在中国的能源消耗结构中，建筑总能耗约占社会终端能耗的２０．７％，是重要的排放

源［１６］。关于建筑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建筑投资建设过程中引起的碳排放；二是建筑
等基础设施使用和维护中产生的碳排放。因此，合理的建筑规划与低碳节能技术的应用对于降低建筑
领域碳排放非常重要，建筑领域的节能减排是破解中国城镇化资源环境挑战的重要路径。然而，中国
的城镇化进程中建筑综合利用效率低下、浪费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存在 “大拆大建”现象。中国各地城市在城市建设中都有着 “以大为主”、“以高为主”的

冲动。比如武汉中国民生银行大厦高３３６米、深圳地王大厦楼高３８３．９５米、南京紫峰大厦楼高４５０
米、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高６３２米。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０日，号称将高达８３８米、比当前 “世界第一高楼”
迪拜塔还要高１０米的 “天空城市”在长沙举行基础开工典礼，而这样的规模势必造成供水、供电以
及运输耗能的巨大浪费，是不够低碳的［１７］。
第二，“短命建筑”现象非常严重。根据中国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

构的耐久年限为１００年，一般性建筑为５０～１００年。这个标准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区间设计的，如美
国是７４年，法国为１０２年，日本在１９８０年代提出１００年住宅，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为１３２年。而实
际情况是，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新建建筑的寿命只能持续２５～３０年＊，有大量的短命建筑存
在［１８］。
第三，建筑的综合使用率不高。中国房地产产业市场化多年，为提升中国的居住水平做出了较大

贡献。但是由于利益关系的原因，“中国到底有多少房子？这些房子的所有权关系和利用率如何？”等
基础性问题鲜有官方公开的数据。相关实践研究认为，中国的住房空置率非常严重。西南财经大学的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研究表明：中国２０１３年的城镇住房空置率达２２．４％，约空置４　８９８万套房屋＊＊。
大量空置房的建设维护产生的碳排放是无效率的，可以通过规划等措施避免。
中国仍将继续处在高速发展之中，提升建筑综合利用效率变得十分迫切。具体思路如下：首先是

合理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大拆大建”等现象的发生；其次，提升建筑的综合使用效率，避免高空
置率、高能源消耗的建筑发展模式。

（三）交通：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
交通领域是重要的碳排放源。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等机构的研究表明，当前全球ＣＯ２ 排放中仅来

自交通运输工具的排放量就占２５％左右。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交通运输业占全社会石油消费量的
比重有可能在２０２０年超过５０％［１９］，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城市规划中机动车化造成的。特别的，从

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１年，中国私人汽车千人保有量从１９８５年的０．０１８辆／千人上升到了２０１２年的５６．４辆／
千人。中国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中存在的 “以车为本”的倾向，使得机动车数量不断增加，其直接后果
是：机动车抢占人行和自行车道，直至慢行出行比例减少、机动车继续增加。如此形成一个机动车不
断增加，公共交通、慢行通道逐渐减少的恶性循环。
中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还将长期推进，作为破解中国城镇化资源环境挑战的重要领域，交通领域

必须向高效、低碳转型，而这种转型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改善交通方面，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可持续

７庄贵阳，等：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城镇化转型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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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武汉晨报：《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中国建筑平均仅寿命３０年》，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ｗｕｈａｎ．ｓｏｕｆｕｎ．ｃｏｍ／２０１０－０８－０７／３６４２９７８．ｈｔｍ。

参见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城镇住房空置率及住房市场发展趋势２０１４（简要版）》，ｈｔｔｐ：／／ｃｈｆｓ．ｓｗｕｆｅ．ｅｄｕ．ｃｎ／ｕｐｌｏａｄ／简要
版－城镇住房空置率及住房市场发展趋势．ｐｄｆ。



交通的解决方案就是应当采取 “避免、转移和改善” （Ｒｅｄｕｃｅ－Ｓｈｉｆｔ－Ｉｍｐｒｏｖｅ）相结合的策略 ＊。
“避免”即减少和避免刚性需求，可以通过合理规划，逐步实现职住平衡以减少出行需求。所谓 “转
移”，就是转移到清洁的出行方式上。所谓 “改善”，就是要从提高管理效率的角度来解决交通问题。
如果能够使公众清楚、及时地了解路况信息，那么公众会根据拥堵情况选择出行的时间、方式和路
线。这就是提高管理效率的一种方式。另外，严格执行公共交通的调度，杜绝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被占
用的情况，也能够提高出行效率。总之，改善城市交通管理有很大空间可为。

四、推进城镇化绿色低碳转型的几点建议

针对中国城镇化的现状与趋势，中国政府也一直在作着规划与努力。中共中央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同步协
调发展的思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明确了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的原则。“把生
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水、能源等资源，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
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７］在新一轮城镇化中，破解资源与环境约束，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凝聚转型共识
城镇化转型并不仅仅是政府规划上的事，城镇化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以人为本，稳步推进城镇基

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
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同时，人是城镇化的主体，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居民可以大有作为。城市的消
费型特征决定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和消费模式可以促进城镇化的低碳转型。应在全社会大力宣传、推
广转型，以期待在低碳转型的认识层面的共识凝聚：快速城镇化进程应该是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
基本条件的。让居民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不仅仅是生活品质的表征，更重要的是
顺应自然的要求。“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美元欧元不如自然资源”虽然具有些许调侃意味，但是
却深刻揭示了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这是不
可持续的。
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产业结构优化、产能过剩化解等经济难题的解决要求城镇化的

绿色低碳转型。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促进环境产业和环境技术发展，
将为城镇化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的动力。要充分认识到，青山绿水等自然资源是资产，是国家和社会
公众的共同财富；环境投入也是城市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环境投入也将成为促进就业增长的新
源泉。

（二）做好规划引领
规划是导向、龙头，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只有规划清晰、布局合理，才能为实现新型城

镇化提供高效合理配置资源的基本依据，才能在科学意义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别
的，中国幅员辽阔、体量巨大、国情复杂，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引领作用。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
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在新一轮的城镇化之中
必须坚持规划先行，做好顶层设计，审慎合理、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中国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在现实中应把它
作为各类城镇化规划的基础和约束，这既有利于形成差异有序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也是为实施低碳城
镇化模式提供基底规划依据。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基于各区域自然生态的本底条件与承载能力来选择适
宜本地区的发展模式与道路，是从根本上扭转工业化、城镇化对生态敏感地区的冲击与破坏，降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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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区域碳排放、克服超出区域承载能力的过度开发的战略思路。
（三）强化红线约束
长期以来，为了发展经济，各级政府大都缺乏生态保护、环境质量、资源利用底线意识，全国各

地普遍缺乏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利用不得触碰的生态红线。这就需要协调好中央与地方、区域、部门
之间的利益关系，逐步建立利益协调和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生态红线保护制度。从特定地理区域、自
然资源使用上限和污染物排放总量上限三个方面选定红线指标，划定系列生态红线。要保障生态红线
成为地方政府、单位和个人不能触碰的 “高压线”，就需要逐步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和
责任追究制度，坚决以法治手段、刚性约束守护好青山绿水，守住生态保护红线。另外，考虑到中国
粮食安全问题，针对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的问题，应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
在实践层面，中国城市格局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土空间资源环境的基本格局相适应，总体上

呈现 “东部生态系统自然生产力较高，西部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特征。应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全
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中国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因此，
我们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强化生态红线的刚性约束。比如，部分东部特大
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为避免与城市综合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应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对于西
部地区，西部大开发并不意味着西部大规模城镇化，应避免在西部地区兴建高污染产业园区与打造山
水园林城市。

（四）完善治理格局
从构建长效机制出发，新一轮城镇化的政策选择应该是致力于构建完善合理的城镇化治理格局，

这就需要明确界定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关系与作用。应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
在规划制订、政策引导、财政投入、加强监管、提供服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在发展低碳产业、开发低碳技术、设计低碳商业模
式等方面的主体作用；此外，还需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全社会共同努力、
共同推动，最终实现政府主导力、企业主体力、市场配置力、社会协同力 “四力合一”的治理格局。
实践中，在依靠行政力量进行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的基础上，尽管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

施，取得初步成效，但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遏制，环境矛盾还未解除，压力继续保持。“绿水青
山”归根结底是公众的绿水青山，公众既是资源环境挑战的最终受体，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当
下的核心任务是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以造成雾霾的主要原因ＰＭ２．５为例，中国之前的环境保护方面
的监测指标并未将其包括在内，但是由于公众的广泛、深入关注，政府才新增了ＰＭ２．５指标。正是由
于公众的参与，作为行政与市场力量的重要支撑，才能形成一种倒逼改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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